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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

表团宣布，美国将退出2016年9月联合

国大会通过的《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

宣言》，称此宣言与美国政策“不一

致”。特朗普政府高调“退群”早已

不是新鲜事，但此举凸显的全球难民

治理困境则引人深思。

现代难民治理体系的产生

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政府就

开始应对并管理难民问题。但直到20

世纪，国家才开始把分担对难民的责

任视为人道主义义务。1921年，国际

联盟创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这一职

务，其职责就是为无国籍或流离失所

的特定人群提供旅行文件，即南森

护照。国际社会第一次就应对难民问

题进行大规模多边合作是在二战后，

当时欧洲由于战争产生大量流离失所

者，美欧多国开始就现代难民治理体

系进行谈判。正如大多数战后多边机

制一样，现代难民治理体系包括两个

要素：一个国际条约（即1951年《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一个国际组

织（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简称难民署）。在谈判中，一些

西欧国家出于管理其“全球帝国”的

需求，希望新建立的难民组织有权提

供实际的物质援助，也希望条约能够

适用于全球的难民问题。美国则出于

打压共产主义的目的，强烈要求将

“受到政治迫害的恐惧”作为对难民

的定义，坚持条约只适用于欧洲的难

民问题，并坚持“不推回原则”，坚

决反对将来自东欧的流离失所者遣返

回国。由于美国将难民治理体系视为

冷战工具，故还强硬要求这个体系是

临时性安排，难民署不能直接提供物

质援助，只为各国政府提供法律指导

和专业知识。西欧国家尽管与美立场

不同，但由于已通过马歇尔计划获得

美国的大量援助，不得不服从美国

意志。然而，美国在主导了谈判议程

后，最终并未加入1951年公约。可以

说，在现代难民治理体系的谈判过程

中，各国的立场都是基于利益，而非

人道原则，美国的态度更凸显其霸权

主义作风。

既然美国如此坚定地将这一架构

视为暂时性安排与冷战工具，它缘何

能延续至今呢？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使

美国认识到现代难民治理体系的战略

价值。一方面，难民署在应对一系列

冷战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令美国

刮目相看。20世纪50年代，难民署制

定行动计划，支持西德和国际志愿机

构应对来自东柏林的难民，有效完成

了即时救援和移民融入等工作。1956

年苏联出兵匈牙利，20万难民涌入奥

地利和南斯拉夫，奥地利请难民署代

表本国政府应对危机，难民署也提供

了有效帮助。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各

地掀起反殖民斗争浪潮，西方日益将

第三世界视为“不稳定来源”，担心

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拖累，开始关心

如何管理第三世界的难民问题。于是

各国在1967年又签署了《关于难民地

位议定书》，将1951年公约的适用范

围扩大至全球。20世纪80年代后，发

展中国家纷纷面临民主化和结构调整

等问题，希望将安置难民的责任转移

给国际社会，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支

持通过建设难民营的方式应对难民问

题，以防止难民涌入本国，于是难民

署开始寻求作为人道组织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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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能提供物质援助的规定也逐渐发

生改变。因此，现代难民治理体系能

够在冷战结束后延续至今，也是各国

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远非所谓人道

主义理想。

当今难民问题国际机制已严重滞后

但现如今，这一治理体系在应对

难民问题上面临重重挑战与挫折，根

本原因在于其没有明确回答保护谁、

怎么保护、在哪里保护的问题。

第一，各国在难民问题上不能

形成共同承诺，无法有效应对当今

的难民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国际社会

至今未形成对难民的统一定义。1951

年公约中对难民的定义强调“政治迫

害”，但当今更多的流离失所者是由

于战争、毒品犯罪、黑社会等有组织

暴力以及国家失序、饥荒、环境恶化

等原因产生，这些人是否应被认定为

难民，各国的解释大为不同。2003至

2009年，200多万津巴布韦人逃往邻国

南非，其中既有恶性通胀、饥荒等经

济因素，也有躲避穆加贝政权的政治

因素。南非使用1951年公约中的“政

治迫害”标准，导致很多津巴布韦人

无法被认定为难民。在危机高峰时，

只有不到10%的津巴布韦人被认定为难

民。此外，即使是对“政治迫害”的

定义，各国也存在分歧，有的较为严

格，有的则只以“受到严重伤害”作

为标准，由此导致各国对同一国家难

民认定的结果大为不同。2014年，希

腊对来到本国的伊拉克难民的认定比

例是14%，而在法国则是94%。

第二，在现代难民治理体系中，

诸如谁为难民负责、谁为难民提供保

护等问题往往是由政治、更准确地说

是由权力决定的，而非法律或原则。

1951年公约规定了责任分担和国际合

作的原则，但缺乏明确的责任分配机

制，导致各国在应对难民问题上陷入

“劝说博弈”，即弱者除了合作别无

选择，而强者却没有合作的动机。不

少难民借助偷渡开始主动选择目的

地，希望能够到达发达国家。发达国

家则一面争相降低对难民的庇护条

件，以便促使难民选择去别的国家；

一面号召难民应在离祖国较近的地方

获得保护，坚持难民应在其到达的

第一个安全国家停留并寻求庇护，如

其跨越该国到达别国，则会被强制驱

逐。甚至有些发达国家选择与发展中

国家签订双边协议，向后者支付一定

资金，将到达本国的寻求庇护者转移

到发展中国家。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解决”政策，将

由海上前往本国寻求庇护者转移到太

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的拘

留中心。这一方法虽简单有效，但严

重侵犯人权。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

澳大利亚短暂放弃这一政策，但2012

年又重新采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

家出于地理因素或国际压力，更倾向

于承认难民，但在处理难民事务时常

常忽视难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利。更重

要的是，现在很多接收难民的发展中

国家甚至不是难民公约的缔约国，如

约旦、黎巴嫩、泰国、尼泊尔等，它

们认为公约忽视了本区域的流离失所

问题。接收了大量难民的土耳其虽然

是缔约国，但在加入1967年议定书时

明确表示维持1951年公约的地理范围

限制，说明从法律层面上讲其没有接

收欧洲以外难民的国际义务。

第三，难民营原本是应对人道

主义危机的应急之举，现在却用于

长期收容难民，而且难民营大多位于

偏远、不安全的边境区域，不仅带来

人道主义问题，也构成安全挑战。一

些出生和成长在难民营中的人还很

容易受到极端思想影响，被恐怖组

织招募。比如，肯尼亚的达达布难

民营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索马里

内战爆发后大量涌入的索马里难民而

设立的，其最大设计容量为12万人，

但2011年难民人数超过50万，现在仍

有超过30万。该难民营位于偏远的边

境地区，时常受到索马里武装和恐怖

组织侵袭。此外，除了难民营中的难

民，全球还有超过一半的难民游荡、

生活在邻国大城市，他们几乎无法获

得来自国际社会的实际帮助，也没有

合法工作权利。需要强调的是，难民

署建立时，难民主要由国际战争产

生，而现在几乎都是由内战产生。历

史上国际战争一般持续数月便结束，

而内战则平均持续数年。如此一来，

难民不仅需要短期的食物和住处，更

需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而国际社会

在这方面尚无有效举措。

为了解决以上种种历史遗留问

题和现实挑战，难民署也做了不少努

力，但总的来说并不能令人满意。直

到近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国际社会

深感再不有所行动恐天下大乱。2016

年9月联合国召集各国召开“应对难

民和移徙者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峰

会”，这是联大首次在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层面就难民问题召开的高峰

会议，并通过了成果文件《纽约宣

言》，要求各国在今后两年制定更加

清晰的有利于难民和移民的政策。此

宣言虽只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政治宣

言，但是国际社会解决这一全球挑战

的集体承诺。然而，美国的退出使国

际社会在2018年就应对难民问题达

成进一步协议的预期遭受重创，更凸

显了难民治理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人道

主义问题。要想让“隔岸观火”的发

达国家真正承担起国际责任，仍困难

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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